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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基于队列的纵向研究设计，借助 Scopus 全球文献计量数据库，追踪分析了 38 个

OECD 国家科研人员截至 2022 年的科研发表数据，探讨了科学界成员是如何离开学术界的，以及科学人

才流失在性别、学科领域和时间上的差异。研究涉及 2000 年（N=142,776）和 2010 年（N=232,843）
开始发表论文的两批科研人员，覆盖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与医学（STEMM）领域的 16 个学科，以停

止发表论文作为科研人员离开学术界的界定标准。研究显示：初次发表论文十年后，约 50% 的研究者仍

保持学术活跃状态；当追踪周期延长至十九年后，该比例降至 30%。通过生存分析法比较男女科学家的

流失差异发现，随着女性在科学领域及同批次科研人员中占比的增加，人才流失的性别差异逐渐弱化。

学科维度分析揭示，除了所有 STEMM 领域的整体变化外，具体学科层面的细微变化广泛存在。不同学

科在科学人才流失上呈现出不同的性别差异；不同时间进入科学界的科研人员在流失概率上也存在差

别。本研究验证了全球文献计量数据库在分析科学人才流失中的应用价值，并指出了原始结构化数据在

学术职业的性别、年龄和学科等研究中的方法挑战和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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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研究领域为科学量化研究、科学社会学及高等教育研究，目前主要关注国际研究合作、学术生产

力、科学阶层分化及全球学术精英等。该团队的系列相关研究是迄今量化离开科学界人数的最大规

模研究，并于 2024 年和 2025 年被《自然》报道。

本研究采用队列研究（Glenn, 2005）与纵向追踪方法（Singer & Willett, 2003），以停止发表论文为科

学人才离开学术界的界定标准，系统分析科学人才流失率在性别、学科及时序维度上的差异。鉴于全

球范围内缺乏学术职业离开行为的大规模纵向观测数据，本研究对男性和女性科学家进行长期跟踪，

并对传统上被称为“离开科学界”的现象进行量化分析（Geuna & Shibayama, 2015; Preston, 2004; White-
Lewis et al., 2023; Zhou & Volkwein, 2004）。利用 Scopus 中的文献计量出版元数据，追踪了来自 38 个经

合组织国家的发表记录分别始于 2000 年和 2010 年的 142,776 名和 232,843 名科学家的科研发表记录

（分别称为 2000 年和 2010 年队列）。研究仅限于 16 个 STEMM 学科（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和医学），

两批科学家的学术产出成果统计至 2022 年。

文献计量元数据作为一种数字痕迹，突破了传统的调查、访谈及行政数据在覆盖范围与时间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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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局限，推动了科学家群体研究范式的革新（Kashyap et al., 2023; Liu et al., 2023; Wang & Barabási,
2021）。这种数据形态的转变使研究者得以将分析单元从单篇论文扩展至科学家个体层面，通过对学

术产出轨迹的持续追踪，系统考察年龄、资历、性别、学科归属及机构类型等多维度变量的交互影

响。此外，横断面研究可以通过纵向研究来补充，纵向研究可以跟踪个人的学术生涯数年甚至数十

年。利用海量数据集，研究人员在全球和国家层面对学术生涯进行了多项研究（loannidis et al., 2014;
King et al., 2017; Larivière et al. 2013; Milojevic et al., 2018; Nielsen & Andersen, 2021; Nygaard et al., 2022;
Spoon et al.,2023）。

既往研究表明，科学人才流失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女性科研人员不仅较男性更早中断学术生涯，

其总体流失比例亦高于男性，这一现象与高等教育领域人员流失的性别差异的经典论述形成呼应

(Blickenstaff, 2005; Deutsch & Yao, 2014; Goulden et al., 2011; Preston, 2004; Shaw & Stanton, 2012)。本研究

在方法论上实现双重突破：其一，突破传统横断面研究对瞬时状态（单次或重复时间快照）的依赖，通

过 38 个 OECD 国家科学家个体层面的纵向追踪数据，系统刻画学术出版生涯中的流失动态；其二，创

新性验证全球文献计量数据集在大规模量化学术职业中断现象中的可行性。这种数据驱动的研究范

式拓展了科技人力资源研究的时空尺度，为解构科研界人员流失的性别差异提供了新的实证基础。 

一、理论背景：男性科学家、女性科学家与科学界的人才流失

不论男性还是女性科学家在进入和选择学术生涯时均面临多重挑战（Preston, 2004; Wohrer,
2014）。然而，离开学术界历来被视为女性主导的现象：有研究声称，女性在学术界面临着“寒冷”的工

作场所文化、难以维持工作与生活平衡以及在学术工作中难以度过生育期等问题（Cornelius et al.,
1988; Goulden et al., 2011; Maranto & Griffin, 2011; White-Lewis et al., 2023）。这些障碍主要体现在学术晋

升、科研产出、学术影响力、科研经费获取、奖项争取及学术成就认可等方面。如女性在高级学术职

位中代表性不足；在国际科研合作、高影响力期刊发文及高被引概率方面处于劣势；更易遭遇较长的

职业中断和科研经费申请被拒等（Hammarfelt, 2017; Kwiek & Roszka, 2021a, 2021b; Shibayama & Baba,
2015; Sugimoto & Larivière, 2023; Tang & Horta, 2023）。在大多数 STEM 学科领域，女性进入的仍是男性

主导的环境——“老男孩”关系网络（old boy networks）营造的“寒冬氛围”（Santos et al., 2020）。
尽管男性和女性科学家退出学术界的比例均较高——在所有发表论文的科学家中，约三分之一的

科研人员在从业前五年退出，近半数在十年内退出（后文将展示 2000 年队列的实证数据）——但学界

普遍认为女性科学家流失率高于男性（Preston, 2004; Kaminski & Geisler, 2012）。“管道泄漏模型”（leaky
pipeline model）与“寒冷气候假说”（chilly climate hypotheses）解释了 STEM 学科的性别差异：由于女性面

临的系统性障碍，学术职业管道的每个阶段都存在女性人才流失（Blickenstaff, 2005; Goulden et al., 2011;
Shaw & Stanton, 2012），而充满敌意或不受欢迎的工作环境会阻碍女性追求自己的职业生涯（Cornelius
et al., 1988; Spoon et al., 2023）。

管道泄漏模型揭示学术职业发展的二元路径特征：科研人员或通过逐级跨越学术生涯阶段持续发

展，或因结构性障碍而完全退出学术领域。STEM 领域女性科研者面临的“寒冷气候效应”具有多维度

生成机制——其本质既是特定学科女性占比偏低导致的关系人口学困境，更与院系层级的性别结构失

衡（女性教师比例）、制度程序公平性缺失及系统性性别偏见密切关联（Maranto & Griffin, 2011, pp.
143—146）。值得注意的是，管道泄漏模型的政策价值已在实践中得到验证，为促进欧美校园的性别平

等提供了理论支撑。

有关科学界女性的文献主要呈现两种视角（Branch, 2016; Fox, 2020）：科学“管道”视角关注的是个

人，而科学“路径”视角关注的是个人所处的组织结构。前者以线性发展模型为基础，将学术生涯解构

为可识别的连续阶段，其分析重心在于个体如何突破各阶段的结构性瓶颈；后者则将学术发展视为嵌

入制度网络的非连续进程，着重揭示院系治理模式、资源分配机制及权力关系等组织结构要素如何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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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塑造科研人员的发展轨迹（Fox & Kline, 2016, p. 63）。
“管道”隐喻突出了教育阶段之间以及教育与职业成果之间的直接联系（Xie & Shauman, 2003）。

相关文献将研究焦点置于女性科研人员的个体特征差异（相较于男性群体），认为通过修正所谓的“能

力缺陷”或“职业承诺不足”即可降低其学术流失风险。这种分析视角将结构性制度环境置于次要地

位，忽视了女性作为学生、博士生至科学家的全程发展均受制于系统性约束的事实。“管道”隐喻的主

要观点为“将女性保留在管道内”（Fox & Kline, 2016, p. 57），其隐含假设包含双重方面的简化：既预设

学术职业为被动流经标准化阶段的机械过程，又将解决方案窄化为早期教育阶段的女性基数扩张（如

增加更多的女性本科生、博士生及青年学者的性别比例）。这种范式本质上默认学术系统具备程序公

平性，却回避了对“何种群体更易流失”及“流失机制根源”的深度追问（Branch, 2016, p. 7）。
“管道”隐喻存在如下问题：其一，未能解构科学共同体隐含的准入资格标准——即关于谁天生属

于科学、谁天生被排除在科学之外、谁是刻板印象中理想的科学家（如将数学、计算机等领域与男性特

质刻板关联）；其二，它忽略了性别障碍，无视针对女性的“持续排斥信息”（Branch & Alegria, 2016, p.
8）。“管道”研究视角将科学界女性代表性不足归因为供给端基数不足与阶段性人员流失比例过高的

简单叠加，其政策方案呈现出显著的技术治理倾向——既包括通过优化培养环节“堵塞管道泄漏”（Xie &
Shauman, 2003, p. 7），也涉及早期职业阶段实施女性规模扩张策略（Fox & Kline, 2016, p. 63）。与此相

反，“路径”隐喻强调既不直接也不简单的科学进步过程，将分析焦点转向科学家所处的组织文化及其

工作环境。对于科学进步而言，重要的不仅仅是个人特质，而是女性日常从事科学工作的实际组织环

境。组织文化涉及组织内的共同价值观、信仰和行为；组织的主导性文化定义了组织中更受重视（和

不受重视）的东西，并提倡其中的“经营之道”。“管道”和“路径”两种视角衍生出本质迥异的解决方

案：“管道”视角聚焦个体适应性提升，通过规训策略使女性科研者内化传统男性主导的科研实践范式

（如推崇高强度工作伦理与去家庭化的职业承诺）；“路径”视角则主张系统性制度重构，推动学术机构

对性别、职级和奖励方面的不平等做出更积极的回应（Branch, 2016; Fox & Kline, 2016）。
最后，需明确区分作为性别分析工具的“寒冷气候”假说与学术组织场域中更具结构性的“院系气

候”概念。后者源于科学实践的社会建构本质——科学家虽具个体能动性，但其职业发展始终嵌入制

度化的组织条件网络（Fox, 2010）。科研工作本质上是集体协作与资源依赖的社会过程（Fox & Mo-
hapatra, 2007）。因此，解析女性学术地位必须穿透个体层面，系统考察其所在机构的组织特征。正如

Fox（2010, p. 1000）所述：“科学工作从根本上说是社会性和组织性的”。这些组织因素包括讨论研究的

频率、关于研究的互动和交流、可用于研究的空间、在任职机构获得的认可和奖励，以及工作与家庭

之间的干扰等，这些都影响着科学工作的参与和表现。科研机构的“个性”“特征”或“气候”，以及科研

人员对所在机构文化的感知影响着科学活动。“院系气候”包括了科研人员对组织环境中价值观和实

践的看法，可以通过调查来衡量（见 Fox & Mohapatra, 2007, p. 141）。
尽管在理想情况下，学术生涯研究可以将个人层面和组织层面的分析结合起来，定量研究成果可

以与定性研究成果一起进行检验，但受限于变量范围，本文的研究重点是描述性的，采用的是定量的、

个人层面的数据。本文无法获得与机构及其细分单元相关的变量、除文献计量信息之外的个人特征

变量，也无法了解个人对其所在部门工作方式的看法（气候、文化或基层研究组织的“工作方式”）。这

些方面的分析需要对学术界进行一次全球性调查来解决。但是，本文能够做的是对大样本科学家进行

二十多年的跟踪调查，并纵向分析其发表生涯中的性别差异。 

二、研究设计：全球数据集与科学家研究的大数据方法

机构和国家层面的科学人才流失现象均可被量化分析，这一研究范式的革新得益于全球学术数据

库的开放获取进程加速。越来越多的人可以使用数字数据库来获取有关科学家、他们的研究成果以

及他们在全球学术对话中的引文影响的全面信息（Kashyap et al., 2023; Wang & Barabási, 2021），这为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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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全球和纵向的学术职业生涯提供了可能。新数字数据集的出现、巨大计算能力的获取以及社会科

学研究中更普遍地转向结构化大数据，导致近期有关学术职业各个方面的研究激增，其中令人印象深

刻的研究是从不同角度关注科学领域男女之间的差异（King et al., 2017; Nielsen & Andersen, 2021; Sug-
imoto & Larivière, 2023）。大型数据集提供了独特的能力来检验有关科学和科学家的传统信念和概念

框架（Liu et al., 2023），整个科学事业的追踪数字数据可用于多细节、大规模地捕捉科学的内部运作机

理（Wang & Barabási, 2021, p. 1）。现在，虽然唾手可得的海量数据集也存在新的局限性（Liu et al., 2023;
Sugimoto & Larivière, 2023），但系统探索成千上万名科学家的学术发表历史及其职业发展细节已经成

为可能。 

（一）科学人才流失成为学术主题

然而，无论是在全球范围内还是从多国视角来看，都还没有对“离开科学界”这一主题进行全面研

究。传统研究文献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主要通过小规模案例研究（大多是基于调查和访谈的研究），或者

通过高校教师群体的多年期观察研究（Rosser, 2004; Xu, 2008; Zhou & Volkwein, 2004）。如 White-
Lewis 等（2023）对 2015 年至 2019 年期间 2 289 名美国高校离职教师进行了实证调查。总体而言，这些

研究普遍得出，每个职业年龄段上的女性离开科学界的比例都高于男性，并且相较于工作与生活的平

衡，女性离职决策更易受工作场所氛围的影响（Spoon et al., 2023）。我们的研究结果也基本证实了最近

的一项美国案例研究（Spoon et al., 2023）。该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女性在各个职业阶段离开学术界的比

例总体上高于男性，声望较低的机构尤其如此。

之前不少研究曾通过“教师离职意向”（faculty departure intentions）（Zhou & Volkwein, 2004）、“离职

意向”（intentions to leave）（Rosser, 2004）、“教师流动”（faculty turnover）（Ehrenberg et al., 1991）和“教师流

失意向”（faculty turnover intentions）（Smart, 1990; Xu, 2008）等概念对科学人才流失进行过研究。但大多

数研究都集中在单一机构，其地理范围也仅限于美国。Milojevic et al.（2018）的研究是例外，他们利用

天文学、生态学和机器人技术领域的主要期刊的文献计量数据，进行了全球范围的研究。以往研究表

明，女性更强烈的离职意愿与学术文化高度相关，因为就男性和女性在家庭责任方面的角色而言，学术

文化为女性提供的晋升机会相对较少，研究支持也很有限（Xu, 2008）。然而，学科差异也很重要，因为

不同学科的学者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和行为模式，学术环境内外提供的机会也各不相同（Zhou & Volk-
wein, 2004）。

有研究指出，学者对工作生活的看法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满意度，进而影响到他们的离职意向

（Rosser, 2004）。学者留在或者离开目前的机构受到多种内部力量的推动，可分为三大类因素：组织特

征、个人特征和工作经历。这些因素会影响教职员工的工作满意度，进而影响离职意愿。他们也会受

到多种外部因素的推动，离开他们的机构。内部因素包括个人和家庭特征（如性别和家庭/婚姻状况）、

组织特征（如财力或工会）和工作经历（如工作量、生产率和报酬）。外部因素包括：外部就业市场、外

在奖励、研究机会、教学机会和家庭因素等。内部因素直接影响工作满意度和对组织环境的看法，从

而影响离职意向；外部因素也被证明会加强或削弱离职意向（Zhou & Volkwein, 2004, p. 144—147）。
做出职业流动的决定需要比较在当前机构就职和在其他机构就职的金钱和非金钱条件的预期现

值（Ehrenberg et al., 1991）。从经济角度来看，根据薪资结构，可能会出现不同的去留决定：在薪资差距

较小的机构中，生产力最高学者可能倾向于离开（因为他们觉得薪酬过低），而在薪资差距较大的机构

中，生产力较低学者可能倾向于离开（因为他们觉得与同事相比薪酬过低）（Ehrenberg et al., 1991, pp.
107–108）。Smart（1990）发现，科研时间更长、科研产出效率更高的男性终身教职人员离职意愿更强，

而薪资满意度仅对非终身教职员工有影响。

研究高校教师离职缘由的概念框架包括“推力”和“拉力”（当前学术工作场所的特征和吸引教师

离开高教界的外部机构特征）。然而，如果推力因素微乎其微，那么拉力因素在离职决定中的权重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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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White-Lewis et al., 2023）。离开科学界的原因包括工作与生活的平衡问题（Rosser，2004；Smart，
1990）、工作保障低、工资低（Zhou & Volkwein，2004）、同事和工作量问题（Wohrer，2014）以及工作场所

的各种歧视（Preston, 2004; Smart, 1990）和恶劣的工作氛围（Cornelius et al., 1988; Spoon et al., 2023）。
“离开机构”和“离开科学界”“离开意向”和“实际做出离开决定”（White-Lewis et al., 2023）之间存

在重要的概念差异。本文的“离开科学界”是通过“不再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来考察的。本文在生

存分析中关注的重点是学者多年来的发表情况，直到某个时间点最终出现“不再发表”的情况，这已经

超越了机构和部门的范畴，上升到了更广泛的“有学术发表的学者 ”和“无学术发表的学者”的层面。 

（二）数据与方法：定义学术发表事件和生存分析

科学生涯可以概念化为一系列学术发表事件，从首次发表事件到后续发表事件，再到最近的发表

事件，很多情况下，最近最新的发表事件也意味着科学家停止发表的时间事件。本研究中，2000 年首

次发表论文的科学家组成了 2000 年队列，在这个队列中，男性和女性科学家以不同的强度逐年逐渐减

少。“离开科学界”被概念化为一个事件，并在所谓的生存分析方法中进行分析（Allison，2014；Mills，
2011）。虽然“离开科学界”这一主题已被广泛探索（Geuna & Shibayama，2015；Preston，2004），但以停止

出版为标志的“离开科学”这一事件尚未使用生存分析方法进行广泛研究。据我们所知，此前也未从

大规模多国定量角度进行过研究。

在生存分析中，要探讨的问题与事件发生的时间和时间跨度有关（Mills, 2011）。本研究关注的重

要事件是学者发表最后一篇论文的事件，标志着学者留在科学界的最后一年。离开科学界之前的时间

跨度被称为生存时间（survival time）。生存分析的经典统计技术是用 Kaplan-Meier 估计生存时间

（Mills,2011）。Kaplan-Meier 估计量的曲线图是一系列不同高度不等的水平阶梯。当研究中的一些受

试者在研究结束前没有经历该事件时（就像本研究中，一些科学家在研究期间继续发表文章，根据“离

开科学界”的定义，他们并未经历离开科学界的事件），这些受试者被称为右删失观测值。对于右删失

观测数据，我们只能获得部分信息：受试者可能在研究结束前的最后一年或者研究结束后的任何时间

经历该事件，但具体的事件经历时间并不可知。

本研究中，最后一次发表文章的日期为 2019 年或之后的作者被标记为删失观察值（即在 2020 年

或之后的某个时间离开科学界）。若要将作者归类为离开科学界或留在科学界，其最后发表文章的日

期必须是 2018 年（标记为 2019 年离开科学界）或更早。无删失案例是指同时知道学术职业生涯起始

年份（2000 年队列为 2000 年，2010 年队列为 2010 年）和留在科学界的终止年份的观测数据，终止年份

必须是 2019 年或更早（由最后一次发表文章的日期和第二年离开科学界的日期决定）。

对于每一年，进入时间间隔的初始科学家数量包括在这一时间区间内离开科学界的科学家和在下

一时间区间内留在科学界的科学家。通过将给定时间间隔之前的所有时间区间内的所有生存概率相

乘，可以计算出这一时间间隔内的总生存概率（Mills, 2011）。
相较于既往研究，本研究的创新性体现在地理尺度的突破（整合 38 个 OECD 国家的数据），摆脱了

依赖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聚焦单一国家机构的个案研究范式，实现了向多国别、学科导向型研究的

跨越式转变。在研究设计层面，本研究通过持续追踪大量非重叠科学家群体长达二十年，系统揭示了

科研人员跨学科流动与性别差异的历时性演变规律。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本研究采用 Scopus 数据库

提供的结构化、可靠且经过严格筛选的大数据资源，研究团队摒弃传统的横截面研究（单一时点观测）

或重复横截面研究法（多时点独立观测），转而构建了 2000—2022 年间连续二十年的科学家年度追踪

观测数据。研究过程中始终确保不同国家采用相同的研究变量和稳定的分类方式，整合了多维度的个

体微观数据，并将时间变量作为核心分析维度贯穿研究全程。 

（三）数据集和数据流: 从出版物元数据中了解科学家个体信息

本研究基于 Scopus 数据库中 2000 年至 2010 年间首次发表学术成果的科研人员出版物文献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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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系统梳理了该时间段内全球学术生产活动的量化特征。研究样本覆盖 2,127,803 名活跃学者，其

学术产出与引用关系通过标准化的 Scopus 作者标识符（Author ID）实现精准关联，为跨国家、跨性别的

微观学术计量分析提供了可靠数据基础（Baas et al., 2020）。研究框架如图 1 所示，样本群体按学术生

涯起点划分为两组：左侧为 2000 年开启研究生涯的学者群体，右侧为 2010 年进入学术领域的新生力

量。为确保数据质量，本研究对样本施加了以下筛选条件：纳入研究范围的科学家需满足其出版作品

集至少包含两篇论文（或会议论文），所属国家限定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性别基于

可获得数据明确标注为男性或女性，学科领域聚焦于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与医学（STEMM）。这种

双时点对照设计不仅捕捉了学术生命周期的动态变化，更为分析十年间全球知识生产格局的演变提供

了独特视角。
 
 

从 2000 年开始, 已移除: 

N=45 029 627

至少有 2 篇文章
已移除: N=309,593

仅限经合组织国家
移除/缺失: N=82 580

仅确定性别
移除/缺失: N=68 419

仅确定 STEMM 学科
移除/缺失: N=23 761

Scopus 数据库中的科学家
N=45 656 756

2000 年开始发表的
科学家 N=627 129

至少有两篇出版物的
科学家 N=317 536

经合组织国家的
科学家 N=234 956

确定性别的科学家
N=166 537

确定 STEMM 学科的
科学家 N=142 776

最终人数 2000 队列
N=142 776 (N 出版物=

2 702 356)

2010 年开始发表的
科学家 N=1 213 887

至少有两篇出版物的
科学家 N=659 522

经合组织国家的
科学家 N=362 190

确定性别的科学家
N=278 918

确定 STEMM 学科的
科学家 N=232 843

最终人数 2010 队列
N=232 843 (N 出版物=

2 286 816)

从 2010 年开始,

已移除: N=44 442 869

至少有 2 篇文章
已移除: N=554 365

仅限经合组织国家
移除/缺失: N=297 332

仅确定性别
删除/缺失: N=83 272

仅确定 STEMM 学科
删除/缺失: N=46 075

 

图 1    2000 年（左）和 2010 年（右）科学家群体的筛选过程
 

本研究依据 Scopus 数据库的期刊分类系统（ASJC）定义的 16 个 STEMM 学科进行分类，具体包

括：农业与生物科学（AGRI）、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BIO）、化学工程（CHEMENG）、化学（CHEM）、

计算机科学（COMP）、地球与行星科学（EARTH）、能源（ENER）、工程（ENG）、环境科学（ENVIR）、免

疫学与微生物学（IMMU）、材料科学（MATER）、数学（MATH）、医学（MED）、神经科学（NEURO）、药

理学与毒理学（PHARM）、物理学与天文学（PHYS）。研究对样本中的科学家进行了性别、学科、国家

以及退出学术出版活动（而非退出科学部门或高等教育就业）年份的赋值。

其一，性别的确定。性别确定算法的有效性对于科学界的性别比较研究至关重要。因为同行评审

的出版物通常不会披露作者的性别（Science-Metrix, 2018），在大规模多国研究中，利用作者姓名信息推

断性别是唯一可行的手段。然而，这种方法存在局限性：一是部分论文仅提供作者首字母缩写；二是可

获取姓名的论文比例随时间、领域和国家不同而变化；三是并非所有名字都具有性别区分特征。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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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选择 Scopus 数据库而非 Web of Science，是因为后者在 2008 年之前无法生成国家层面的性别指标

（Science-Metrix, 2018），而本研究的时间跨度为 2000 年至 2022 年。

在之前国家层面的较小规模研究中（N=25,463 名科学家，Kwiek & Roszka, 2021a; Kwiek & Roszka,
2021b; Kwiek & Roszka, 2022），我们使用了行政和传记数据集（来自政府部门国家科学家登记处的数

据）提供的性别信息；而在基于调查的研究中，我们使用了科学家自我申报的性别信息（Kwiek, 2016；
Kwiek, 2018）。但本研究涉及的 OECD 国家没有个人微观层面的行政数据。因此，为了确定科学家的

性别，我们采用了爱思唯尔最近两份关于科学界女性的报告（Elsevier, 2018; Elsevier, 2020）所采用的方

法。作者的性别推断数据是根据多年合作协议，由国际研究中心（ICSR）实验室平台提供。

其二，学科的确定。本研究将作者学术生涯中所有引用论文所在期刊的主导学科确定为作者的学

科领域。具体方法如下：首先从作者的各类出版物组合中提取所有引用文献（共计 2,092,766,869 篇），

每篇引用论文均标注了基于 4 位数 ASJC 代码的学科分类（见图 1）。根据 ASJC 代码的前 2 位数值来

确定论文所属的学科，并剔除重复值以确保唯一性。随后统计每位作者引用各学科论文的频次，将其

引用次数最多的学科（众数）作为主导学科。若作者未被分配学科或存在两个及以上主导学科，则将其

从样本中剔除（采纳样本 N=32,794,309, 剔除样本 N=12,862,447）。本研究未采用随机分配学科的方

法，而是进一步聚焦于 STEMM 领域作者，最终形成包含 29,927,584 名作者的分析样本（采纳样本

N=29,927,584，剔除样本 N=2,866,725）。这种基于引用行为的学科分类方法避免了单纯依赖出版期刊

的局限性，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学者的研究专长分布。通过标准化的 ASJC 代码转换规则，确保了学科

分类的全球一致性，同时剔除了多学科交叉导致的模糊归属问题，为后续的性别与学科交叉分析奠定

了坚实的数据基础。

其三，国家的确定。本研究采用作者出版物中标注的主要国家作为其国家分类依据。具体操作如

下：从作者的各类出版物中提取其注明的所有所属国家，并统计每位作者标注每个国家的频次。在确

定主要国家时，选择作者发表各类出版物数量最多的国家（众数）。与学科分类类似，未能被分配国家

或存在两个及以上主要国家的作者被剔除（采纳样本 N=39,405,552，剔除样本 N=6,251,204）。随后，将

样本进一步限定为 38 个 OECD 国家的作者（采纳样本 N=23,619,928，剔除样本 N=15,785,624）。
其四，作者退出学术出版活动的年份的确定。研究基于每位作者在 Scopus 数据库中的唯一标识

符及其最后一次发表任何类型论文的年份。将最后一次发表论文年份的次年定义为退出出版年（即最

后一次发表论文年份+1）。若作者最后一次发表论文的年份为 2018 年或更早，则 2019 年为研究的最

后一年，其退出出版年份在 2019 年之后（2020 年、2021 年、2022 年）的作者被归类为删失观测值。这

种基于出版物记录的国家和退出年份分配方法，确保了数据的客观性与一致性，同时通过剔除多国归

属和多学科交叉的模糊样本，为后续分析提供了清晰且具有代表性的研究群体。 

三、研究结果及分析

首先，2000 年队列中的 142,776 名 STEMM 科学家的论文发表情况从 2000 年追踪至其停止发表论

文（或至 2022 年）。图 2 展示了所有 STEMM 学科的 Kaplan-Meier 生存曲线图其中 y 轴表示持续从事

科学研究的科学家比例（即继续发表论文的概率），x 轴表示自 2000 年以来发表论文的年数。为确保数

据完整性，2020—2022 年的右删失样本以小交叉标记表示。

男性和女性的生存曲线在学术生涯的前四年（通常是攻读博士学位的阶段）均出现显著下降，表明

这一时期是科学家流失的高峰期。从第四年开始，性别差异逐渐显现：男性科学家每年持续发表论文

的比例开始超过女性，这一趋势与以往研究结果相符。具体来看，2000 年进入学术领域的 STEMM 科

学家群体中，约三分之一在 5 年内离开科学界，约一半在 10 年内离开，约三分之二在 19 年研究期结束

时离开。整个研究期间，男性离开科学界的概率始终低于女性。具体数据表明（见表 1），女性在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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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10 年后离开科学界的概率分别比男性高出 12.54% 和 11.52%，而在研究期结束时，这一差距为

6.33%。对于未删失观测值，女性在 19 年后继续发表论文的 Kaplan-Meier 估计概率为 29.4%，而男性则

高达 33.6%。然而，这些总体趋势掩盖了不同学科间的显著差异（见图 3）。尽管 STEMM 领域整体呈

现人才流失现象，但各学科的流失模式存在重要差异。
  

1.0 总体

0.8

0.6

留
存
率

0.4

0.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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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年份

N=142 776

N男=90 661 (63.50%)

N女=52 115 (36.50%)

男性
女性

 
图 2    2000 年科学家队列（n=142,776）按性别分列的 Kaplan-Meier 生存曲线图

 

 
 

表 1    按性别分列的 2000 年科学家群体的 Kaplan-Meier 估计值（所有学科合计） 

时间
（年）

女性（2000 年队列） 男性（2000 年队列） 总计（2000 年队列）

N
N （离开
科学界）

KM 概率（停留）
及 95% CI 和 SE N

N （离开
科学界）

KM 概率（停留）
及 95% CI 和 SE N

N （离开
科学界）

KM 概率（停留）
及 95% CI 和 SE

1 52,115 2,530 0.951 (0.950-0.953)1 90,661 4,151 0.954 (0.953-0.956)1 142,776 6,681 0.953 (0.951-0.954)1

2 49,585 3,985 0.875 (0.872-0.878)1 86,510 6,302 0.885 (0.883-0.887)1 136,095 10,287 0.880 (0.877-0.882)1

3 45,600 3,948 0.799 (0.796-0.803)2 80,208 6,114 0.817 (0.815-0.820)1 125,808 10,062 0.811 (0.809-0.812)1

4 41,652 3,553 0.731 (0.727-0.735)2 74,094 5,062 0.761 (0.759-0.764)1 115,746 8,615 0.749 (0.746-0.751)1

5 38,099 2,838 0.677 (0.673-0.681)2 69,032 4,356 0.713 (0.710-0.716)2 107,131 7,194 0.695 (0.691-0.698)2

6 35,261 2,602 0.627 (0.623-0.631)2 64,676 3,934 0.670 (0.667-0.673)2 99,937 6,536 0.655 (0.651-0.658)2

7 32,659 2,183 0.585 (0.581-0.589)2 60,742 3,458 0.632 (0.629-0.635)2 93,401 5,641 0.613 (0.610-0.616)2

8 30,476 1,961 0.547 (0.543-0.551)2 57,284 3,110 0.598 (0.594-0.601)2 87,760 5,071 0.577 (0.574-0.580) 2

9 28,515 1,665 0.515 (0.511-0.520) 2 54,174 2,774 0.567 (0.564-0.570)2 82,689 4,439 0.548 (0.545-0.551)2

10 26,850 1,472 0.487 (0.483-0.491)2 51,400 2,465 0.540 (0.537-0.543)2 78,250 3,937 0.517 (0.514-0.520) 2

11 25,378 1,264 0.463 (0.458-0.467)2 48,935 2,225 0.515 (0.512-0.518) 2 74,313 3,489 0.492 (0.489-0.495)2

12 24,114 1,158 0.440 (0.436-0.445)2 46,710 2,055 0.493 (0.489-0.496)2 70,824 3,213 0.466 (0.463-0.469)2

13 22,956 1,151 0.418 (0.414-0.423)2 44,655 2,032 0.470 (0.467-0.473)2 67,611 3,183 0.444 (0.441-0.447)2

14 21,805 1,089 0.398 (0.393-0.402)2 42,623 1,889 0.449 (0.446-0.453)2 64,428 2,978 0.426 (0.423-0.429)2

15 20,716 1,048 0.377 (0.373-0.382)2 40,734 1,884 0.429 (0.425-0.432)2 61,450 2,932 0.405 (0.402-0.408)2

16 19,668 1,033 0.358 (0.353-0.362)2 38,850 1,959 0.407 (0.404-0.410)2 58,518 2,992 0.384 (0.381-0.387)2

17 18,635 1,002 0.338 (0.334-0.342)2 36,891 2,020 0.385 (0.381-0.388)2 55,526 3,022 0.363 (0.360-0.366)2

18 17,633 1,064 0.318 (0.314-0.322)2 34,871 2,070 0.362 (0.359-0.365)2 52,504 3,134 0.342 (0.339-0.345)2

19 16,569 1,228 0.294 (0.290-0.298) 2 32,801 2,350 0.336 (0.333-0.339)2 49,370 3,578 0.315 (0.312-0.318)2

　　注：(1) 标准误差为 0.001，(2) 标准误差为 0.002。表中包括男女总人数、时间（以年为单位）、离开科学界的科学家
观察数量和留在科学界的生存概率，在95% 的置信区间内（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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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00 年科学家队列（N=142, 776）按学科和性别分列的 Kaplan-Meier 生存曲线图

 
2010 年队列的男性和女性科学家的 Kaplan-Meier 生存曲线明显与 2000 年队列不同。在所有学科

中，无论是否为数学密集型学科（如计算机科学、物理学和工程学），男女科学家的生存曲线几乎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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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合。具体到 2000 年队列的详细 Kaplan-Meier 估计（见表 1），女性科学家在学术生涯第一年留在科学

界的概率为 95.1%（95% 置信区间：95.0%-95.3%），第二年降至 87.5%，第四年进一步下降至 73.1%，意味

着四年内累计离开学术界的概率达到 26.9%。五年后，女性留在科学界的概率为 67.7%，十年后为

48.7%，至研究期结束（19 年后）仅为 29.4%。相比之下，男性科学家在相同时间点的相应概率分别为

71.3%、54.0% 和 33.6%，均显著高于女性。

逐年数据显示，科学家离开学术界的高峰期通常出现在职业生涯的前 6 至 8 年。 同时，科学家首

次发表后第二个十年的逐年留任概率通常高于第一个十年。女性在第 10 年和男性在第 12 年的 Ka-
plan-Meier 留任概率均低于 50%。女性在科学界生存 15 年及以上的概率为 37.7%，而男性为 42.9%。

对于 2010 年队列（见表 2），进入科学界 9 年后，女性留下的概率为 0.414（队列中 41.4% 的女性持

续有学术发表）；对于男性来说，留下来的概率仅略高一点，为 0.424（42.4%），与 2000 年队列的结果相

比，这种差异非常小，而 2000 年队列的结果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在包括数学密集型学科（计算机、工

程学、数学和物理）在内的八个学科中，统计检验表明，男性和女性的生存曲线没有统计学上的显著差

异。但在所有学科综合分析中，以及在女性约占 50% 的医学、生物和农业三个学科中，差异在统计上

是显著的（通过六种方法来验证结论的稳健性，结果未在此报告）。
 
 

表 2    按性别分列的 2010 年科学家群体的 Kaplan-Meier 估计值（所有学科合计） 

时间
（年）

女性（2010 年队列） 男性（2010 年队列）

N N（离开科学界）
KM 概率（停留）
及 95% CI 和 SE N N（离开科学界）

KM 概率（停留）
及 95% CI 和 SE

1 97,145 5,030 0.948 (0.947-0.950)1 135,698 7,375 0.946 (0.944-0.947)1

2 92,115 8,686 0.859 (0.857-0.861)1 128,323 12,183 0.856 (0.854-0.858)1

3 83,429 8,090 0.776 (0.773-0.778)1 116,140 11,164 0.774 (0.771-0.776)1

4 75,339 7,369 0.700 (0.697-0.703)1 104,976 9,869 0.701 (0.698-0.703)1

5 67,970 6,470 0.633 (0.630-0.636)2 95,107 8,552 0.638 (0.635-0.640)1

6 61,500 5,904 0.572 (0.569-0.575)2 86,555 7,851 0.580 (0.577-0.583)1

7 55,596 5,499 0.516 (0.513-0.519)2 78,704 7,322 0.526 (0.523-0.529)1

8 50,097 4,984 0.464 (0.461-0.468)2 71,382 7,078 0.474 (0.471-0.477)1

9 45,113 4,929 0.414 (0.411-0.417)2 64,304 6,745 0.424 (0.422-0.427)1

　　注：(1) 标准误差为 0.001，(2) 标准误差为 0.002。
 

在科学职业中，我们特别关注男女生存曲线差异最大与最小的学科。医学（MED）和生物化学、遗

传学和分子生物学（BIO）作为规模最大的两个学科，同时也是女性科研人员占比最高的领域，其科研

人员的生存曲线呈现出显著的性别差异。以生物化学、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BIO）为例（见图 4 左图，

与右图形成对比），该领域共涵盖 22,692 名科学家，女性占比达 47.8%。在第 2-4 年期间，生存曲线下降

幅度最为显著。自第 3 年起，生存曲线的男女差距逐渐扩大，男性科学家留在科学界的比例变化更为

平稳。2010 年科学家队列的 Kaplan-Meier 生存曲线图存在显著性别差异。具体来看，女性科学家在进

入科学界 9 年后继续发表论文的概率为 41.4%，而男性科学家略高，为 42.4%。与 2000 年队列相比，这

种性别差异有所缩小，但在医学、生物和农业等学科中，女性科学家的流失率依然较高。

在生物学领域，女性科研人员在职业生涯各阶段都面临较高的流失风险。具体来看，女性在进入

该领域 5 年后离开科学界的概率高达 37.2%，10 年后这一比例上升至 58.3%，至研究期结束（19 年后）

更是达到 76.6%。相比之下，男性科学家在相同时间点的流失率分别为 30.8%、48.6% 和 67.3%。这意

味着，女性在 5 年和 10 年后离开科学界的概率分别比男性高出 20.8% 和 20.0%，而在研究期结束时，这

一差距为 13.8%。物理学领域则呈现出不同的趋势，是人员流失性别差异不明显的一个典型例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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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中，女性学者在 5 年后离开科学界的概率为 28.1%，与男性学者的 29.2% 相近；10 年后，女性的

流失率为 47.9%，略高于男性的 46.9%；至研究期结束时，女性和男性科学家流失率几乎持平，分别为

66.9% 和 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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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00 年科学家队列中按性别分列的 Kaplan-Meier 生存曲线图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N=22,692，左图）与 物理与天文学（N=9,759，右图）
 

在数学、计算机科学和物理学这三个数学密集型学科中，尽管女性科研人员的数量和比例相对较

低，但不同性别科学家的 Kaplan-Meier 生存曲线图却呈现出高度一致性（见图 4 右侧的物理学曲线），

两条曲线几乎完全重合。工程学领域的科研人员流失率有所不同，显示出一定的性别差异。基于

38 个 OECD 成员国的大量样本数据，研究进一步证实了在物理学、化学和天文学领域，人员流失不存

在显著的性别差异。总体而言，在四个数学密集型学科中，性别差异并不具有统计学意义。然而，在女

性科研人员占比较高的学科（如农业、生物和医学）以及所有学科的总体数据中，性别差异在统计上是

显著的。

这种跨学科的对比揭示了一个重要事实：性别差异在不同学科中的表现并不一致。在数学密集型

学科中，尽管女性参与度较低，但一旦进入这些领域，她们的职业稳定性与男性并无显著差异。而在女

性占比较高的学科中，性别差异则更为明显。这一发现提示我们在分析学术职业性别问题时，需要结

合学科特性进行具体考察，而非简单地将性别差异归因于学科类型或数学密集度。

为了更全面地了解科学人才的流失和保留情况，我们将 2000 年队列和 2010 年队列中的男性和女

性数据关联起来，以生成生存回归曲线（B）、风险率曲线（C）和核密度曲线（D），从不同角度分析科学

界的人员流失与保留状况。生存分析用于研究相关事件的发生概率（本文指停止发表论文）。对于

2000 年和 2010 年队列中的所有科学家，研究具有相同的开始时间，而对于部分科学家，事件发生在研

究开始后的一段时间内。风险率是指在研究期间任何给定时间点上发生事件的概率。我们计算了每

位科学家每年停止发表论文的概率，并绘制了结果图。

生存回归函数是基于 Kaplan-Meier 估计值构建的模型，用于展示科学家在随后几年中仍在发表论

文的比例变化。生存回归曲线实际上是 Kaplan-Meier 曲线的平滑版本。它从 y 轴上的 1 开始，因为所

有科学家在时间零点都在发表论文，随后男性和女性科学家的比例逐渐下降至某一水平。与 Kaplan-
Meier 生存曲线类似，2000 年和 2010 年队列中所有学科的生存回归曲线（图 5 和图 6 中的 B）显示，科

学家在出版生涯早期的下降幅度较大，而在后期的下降幅度较为平缓。与 2010 年队列相比，2000 年队

列中男性和女性的曲线差异逐渐扩大。具体而言，2000 年队列中，男性科学家在职业生涯后期的留存

比例高于女性科学家，且男性和女性科学家在职业生涯后期的留存比例都高于职业早期。

对所有学科的概括性描述掩盖了一些更为细微的学科特异性描述。2000 年队列中的生物学和物

理学领域的科学家在 Kaplan-Meier 曲线上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情况。这些发现在比较生存回归曲线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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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证实（图 7A），两个学科的科学家虽然均在职业早期有较高的离开科学界的概率，在职业后期有

较低的离开科学界的概率，但是在性别差异上存在显著不同。数据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女性生物学

者从科学界离开的比例比男性更高；相反，在整个研究期间，女性物理学者从科学界离开的比例几乎与

男性相同。从跨组比较的角度来看，各学科（以及所有学科加总后）的人才流失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

变。2000 年科学家群体中男女之间的差异非常明显，但在 2010 年群体中这种差异几乎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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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00 年科学家队列（N=142,776），所有学科合并

A. Kaplan-Meier 生存曲线图 B.生存回归曲线（Kaplan-Meier 指数分布拟合）C.风险率曲线（样条平滑法,平滑参数 10k）D.核
密度曲线图（样条平滑法，带宽 2，基于高斯曲线的每点分量）
 

这一发现具有重要的潜在研究和政策意义。从事科学的时间（比如进入科学界十年前后的科学家

群体的差异）是重要的考量因素。两组人群所有学科的  Kaplan-Meier 生存曲线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形

式，2010 年群体的流失率更高且下降幅度更大，且无性别差异。生存回归曲线、风险率曲线和核密度

曲线均证实了这一点，表明在从事科学工作的前 4 年，男性和女性科学家的流失率都极高。

2000 年和 2010 年科学家群体的生存分析显示了显著的差异。2000 年群体中，生物科学领域的女

性科学家流失率显著高于男性，而物理科学领域的男性和女性科学家流失率几乎相同。2010 年群体

中，这种性别差异在生物科学领域有所缩小，而在物理科学领域则依然保持较小差异。在生物科学领

域，2010 年队列的 Kaplan-Meier 生存曲线和生存回归曲线显示，男性和女性科学家的差异比 2000 年队

列小得多。风险率曲线和核密度曲线也显示出类似的差异，尽管在前 10 年的强度不同。这表明，随着

时间的推移，生物科学领域的性别差异在逐渐缩小。相比之下，物理科学领域的性别差异一直较小。

2010 年科学家队列的 Kaplan-Meier 生存曲线和生存回归曲线显示出较小的性别差异，风险率曲线和核

密度曲线也证实了这一点。核密度分布显示，男性在第 2—4 年离开科学界的可能性高于女性，表明男

性更有可能在职业生涯早期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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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10 年科学家队列（N=232,843），所有学科合并

A. Kaplan-Meier 生存曲线图 B.生存回归曲线（Kaplan-Meier 指数分布拟合）C.风险率曲线（样条平滑法,平滑参数 10k）D.核
密度曲线图（样条平滑法，带宽 2，基于高斯曲线的每点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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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000 年科学家队列中的生物（N=22,692）和物理（N=9,750）
A. Kaplan-Meier 生存曲线图 B.生存回归曲线（Kaplan-Meier 指数分布拟合）C.风险率曲线（样条平滑法,平滑参数 10k）D.核

密度曲线图（样条平滑法，带宽 2，基于高斯曲线的每点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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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与讨论

科学人才的流失和保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超越单一国家按学科和时间分析这一现象，需要大

规模的多国纵向数据集。随着每年新一批科学家在新的条件下进入科学界，“离开科学界”正在经历

重大转变（Milojevic et al., 2018）。
基于队列的纵向研究表明，在所有 STEMM 学科层面的综合变化之外，出现了广泛而细微的变化，

这种变化在不同学科层面和不同时间范围内的强度各不相同。在“停止发表论文”的操作化定义下，

“科学人才流失”对不同学科的男性和女性科学家有不同的含义，对不同时间进入科学界的科学家群

体也有不同的含义。

2000 年科学家群体中约三分之一的人在 5 年后离开科学界，约一半在 10 年后离开，约三分之二在

研究期结束时（19 年后）离开，男性离开科学界的比例始终较低，女性则较高。女性在 5 年和 10 年后离

开科学界的可能性比男性高出约十分之一（分别为 12.54% 和 11.52%），在研究期结束时高出 6.33%。

与 2000 年进入科学界的科学家相比，2010 年进入科学界的科学家在流失方面的性别差异较小：随

着更多的女性进入科学领域，科学人才流失的性别差异越来越小。在整合所有学科科学家数据的情况

下，38 个 OECD 国家的 2000 年科学家队列的流失性别差异在 2010 年科学家队列中消失了。总体情况

背后隐藏着这两批科学家细微的分类情况，不同学科有不同的持续进程。

生物化学、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BIO，规模大，女性占 47.83%）以及物理学和天文学（PHYS，规模

大，女性仅占 15.62%），这两个对比鲜明的学科在 2000 年的 Kaplan-Meier 曲线中显示了截然不同的情

况。在生物科学领域，女性科学家留任科学界的比例明显低于男性，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差异越来越

大；而在物理和天文学领域，二十年来男性和女性的留任比例几乎完全相同。与男性相比，二十年来，

生物科学领域的女性从科学界消失的比例越来越大；相比之下，在整个研究期间，物理科学领域的女性

从科学界消失的比例几乎与男性的相同。

对于 2010 年队列，所有学科中男性和女性的流失率差异明显较小，但不同学科之间仍然存在性别

差异。在数学密集型学科，如数学、计算机科学和物理科学，性别差异几乎不存在。尽管这些领域中

女性的比例很小，但她们在学术职业上的成功率与男性相同，表明她们在这些领域取得了极大的成

功。这种现象可能与这些领域的性别化筛选机制有关，成功发表两篇研究文章的女性更有可能长期成

为学术活跃科学家。在女性代表性非常低的学科中，女性通常扮演“象征性代表（token）”或院系标杆

角色（Kanter，1977），她们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与男性一样强大。这表明，尽管女性在这些领域中是明

显的少数群体，但她们在学术职业上的表现与男性并无显著差异。这种现象可能与她们在这些男性主

导领域中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有关，她们需要在高度竞争的环境中证明自己的能力，从而在学术界获

得认可和地位。

以计算机为例，与其他 STEMM 学科相比，计算机专业中发表论文的女性人数随着时间的推移缓

慢增加，而计算机专业中的女性在高级学术职级中却很少见，而这对她们的决策能力至关重要（Fox &
Kline，2016）。Branch 和 Alegria（2016）报告了女性在计算机领域面临的性别障碍和“持续的排斥性信

息”。计算机、数学、物理和工程学的数据表明，这些领域的女性可能与 STEMM 领域的女性学者的平

均水平不同，尤其是与女性人数众多的医学、生物和农业领域相比。这些学科的成功女性可能是“与

众不同”“非典型”，而不是分布中心的普通女性（Branch & Alegria, 2016）。她们从副教授晋升为正教授

的机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被认为具有激励性/集体性的部门氛围（Fox & Xiao, 2013）。计算机科学中

女性的学术职级（而不仅仅是存在）很重要，因为职级是大学中地位和决策权的归属（Fox & Kline，2016）。
尽管传统上认为女性（Goulden et al., 2011; Preston, 2004; Shaw & Stanton, 2012）比男性更早、比例更

高地离开科学界（这在我们对 2000 年队列的分析中得到了普遍证实），导致许多学科的流失率更高。

但在相比之下，对于最近的群体，流失率的性别差异可能不再存在，尤其是对于女性人数和比例较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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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密集型学科。对于新一代科学家来说，科学界的流失率一直在上升，而且非常高（2010 年群体中，

58.6% 的女性和 57.6% 的男性在 9 年内从科学界消失或停止发表文章），但这种性别差异似乎比传统假

设的要小得多。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女性参与科学研究的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基于文献计量学的科学家纵向研

究为全球跨性别和跨队列分析提供了新的机遇。在瞬息万变的科学环境中（Stephan, 2012; Wang &
Barabási, 2021），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新人进入科学界，关于男性和女性如何从科学界消失的传统假设

可能需要仔细修正。本研究的目的是勾勒出一些尝试性的一般性答案和下一步研究的可能方向。 

五、学术职业研究中大数据方法运用面临的挑战与局限

使用 Scopus 类型的原始结构化大数据时面临的主要挑战与该数据无法明确确定科研人员的性

别、年龄和学科有关。 

（一）第一个挑战：性别确定

科学家的性别不会直接出现在出版物中，但可以根据出版物中出现的几个变量来定义。在全球尺

度的分析上，科学家的出版物是确定科学家性别的唯一数据来源，而在单个国家尺度的分析上，科学家

的国家登记册可能是可用的。但是，从出版物数据中推断性别是有局限性的。简而言之，文献计量数

据库并不完美，历史上也不是为研究科学职业或任何其他研究课题而设计的（因此有必要将这类数据

重新用于研究目的；可参考 Salganik, 2018）。文献计量数据库的标准重点是出版物；同样，大规模科学

研究的传统分析单位是出版物，而不是作者。划分科学家性别的三种主要方式之间存在着本质区别。

1. 行政数据：在国家科学家登记册和列出国家科学工作者的其他官方数据集中，通过行政方式收

集性别信息，并标明科学家及其国家级 ID。

2. 自我报告：在调查研究（传统上是二元的，但在过去十年中越来越多地超越了二元方法）和基于

访谈的研究中自我申报的性别。

3. 基于全球出版数据集的性别检测工具：性别由基于全球出版数据集元数据的性别检测工具确

定，不同国家的准确度不同。

本研究采用了第三种性别标记方法。 一方面，某些国家和某些国家数据集（意大利、挪威、波兰

和美国就是最好的例子，这些国家和数据集对科学家进行了直接的、行政性的和二元的性别区分）所

使用的完美的二元性别识别方法与跨国或全球研究中使用的性别区分方法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行政标记的性别准确概率为 100%，基本无误差；而本研究使用的大型性别检测工具的准确概率至少

为 85%，存在一定误差。

探索过去三十年中女性对科学发展的贡献需要一个关键的判断：首先，需将科学家明确地归入两

个性别组别中，即男性科学家或女性科学家。此外，还需要将科学家明确归入一个学科领域、所属国

家和年龄组（以 Scopus 数据库中首次收录出版物的年份为基础）。利用单个研究人员（而不是单个出

版物）开展大规模研究的主要挑战正是研究人员的性别。根据按国家、学科和时间划分的（编入索引

的）出版物数量的增长情况来研究科学的发展，在方法和技术上似乎不那么复杂，因为这些指标构成了

WoS 或 Scopus 类型的大规模的、经过整理的商业数据集的核心。更复杂的是基于这些数据库中不断

增加的研究人员（即出版物作者）来开展研究。在方法论上更为复杂的是那些为分析国家、学科、时间

和性别层面科学家人数增长情况而进行的研究。本研究正是从后者的角度探讨了科学的发展，在每位

科学家的数据组合中增加两个额外的维度：学术年龄和单一的主导科学学科。

基于文献计量数据库进行性别推断存在以下局限性：首先，并非所有数据库收录的出版物都包含

作者的全名（这是性别检测工具识别性别的关键），尤其是天文学等学科的早期出版物和多作者出版

物；其次，有全名的出版物比例因学科、研究时期和国家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再次，不同国家存在不分

性别的名字（Andrea、Claude & Dominique；Sabo, 2021），这增加了性别检测的难度。此外，目前使用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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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检测工具的准确度也因所研究的国家和获取服务的成本而异。大多数工具是商业性质的，但也有一

些免费或收取少量费用的工具可供选择。

此外，使用性别检测工具还涉及伦理问题：“性别”（sex）与“性别”（gender）的概念不可互换（生物

学特征与社会文化作用），而性别检测工具通常采用二元性别分类。尽管可能通过学术专业调查和访

谈中的自我报告，以及手动浏览科学家的机构网页内容来识别非二元性别，但大规模文献计量数据集

无法识别非二元性别（Peters &Norton, 2018）。
在科学和科学家研究领域，性别检测工具的出现之前，性别鉴定主要依赖人工方式。然而，人工性

别鉴定并非一种可扩展的方法，它通常基于对特定国家姓名的了解（Santamaría & Mihaljević, 2018）。此

外，人工性别鉴定还可以借助社会保障管理部门的婴儿姓名数据库，或采用无监督的性别识别方法，例

如将基于姓名的检测方法与基于图像的人脸识别技术相结合。

Karimi 等（2016）利用一个包含 1 400 多名科学家的简历、网站和面部照片的数据集，对几种可用

的检测工具进行了比较。Wais（2016）介绍了一种基于 genderize.io 性别检测工具的 R 软件包，并比较了

两项具有影响力的大规模女性科学家研究（Larivière et al., 2013; West et al., 2013）中使用的方法。Hu 等

（2021）开发并比较了性别检测的监督学习方法，他们在一家互联网公司（Verizon Media）的注册用户数

据集上训练了机器学习模型，该数据集包含 2,100 万个唯一的性别/姓名对。他们还在该数据集与包含

98,400 个唯一姓名/性别对的社会安全局婴儿姓名数据集上评估了自己的模型。最近，大型语言模型

（LLMs）在性别检测方面的潜力也得到了测试，多项研究表明，ChatGPT 的性能优于其他工具（Alexo-
poulos et al., 2023）。

在估算科学界女性比例的变化时，主要面临两大误差类型：测量误差和抽样误差。首先，测量误差

可能源于欧洲样本中确定每位科学家性别的方法不够准确。本研究采用了 NamSor 这一可靠的性别检

测工具，它内置了性别确定准确度的测量方法。NamSor API 返回的结果能够为给定的姓名组合提供

最有可能的性别，并附带相应的统计数据。其次，抽样误差源于女性在科学家人口中所占比例的估算，

是基于可以推断出性别的科学家样本得出的。因此，欧洲科学家样本并非随机抽取，而是一个非概率

样本。样本的纳入取决于全名的可用性以及 NamSor 根据全名识别性别的能力。这意味着所使用的样

本可能无法代表整个欧洲科学家群体，从而引入了抽样误差。不过，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姓名性别模

糊的科学家比例较低，因此潜在抽样误差的影响较小。在本文中，按照 Science-Metrix（2018）的观点，我

们假设这种偏差可以忽略不计，并且我们的样本对姓名含糊的作者具有代表性。对来自不同国家、学

科和年龄段的数千名科学家个体进行人工整理的全面验证（基于分层随机抽样）将非常有用，但这超出

了我们研究团队的能力范围。

本研究沿用了爱思唯尔近期关于女性在科学中作用的报告（Elsevier 2018; Elsevier 2020）中使用的

方法。国际研究中心（ICSR）实验室向我们提供了有关科学家特定性别的数据。我们使用的数据集包

含研究人员在 Scopus 数据库中的标识符和他们的性别，概率分数为 85%。我们使用的数据集包含

Scopus 数据库中的作者标识符和使用 NamSor 性别推断工具确定的两个变量。NamSor 具有很高的准

确率（即误报率很低）和召回率（即未知数很少）以及全球覆盖率。其验证程序依赖于目录中列出的名

称和地理位置（Science-Metrix 2018; NamSor 2024）。我们数据集中用于性别检测的 NamSor 软件在许多

研究中都得到了积极评价（例如 Santamaría & Mihaljević 2018）。 

（二）第二个挑战：确定学术年龄

在估算科学界女性比例的变化时，年龄标记同样面临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种方法的区别上：一

是国家科学家登记册中的年龄数据。在国家科学家登记册中，行政分配的出生年份与个人数据一致，

可直接确定任何时间点的生理年龄。二是调查和访谈中的自我申报年龄。以调查和访谈为基础的研

究中自我申报的生理年龄，有一定的误差范围。三是学术年龄的确定。学术年龄是通过全球出版数据

集确定的，该数据集只能通过被数据库收录的首次发表论文的时间来确定学术年龄，不同国家和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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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准确度不同。

本研究采用了第三种方法进行年龄标记。正如学术职业的传统研究（Stephan & Levin, 1992）和最

近的科学经济学研究（Stephan, 2012）所强调的，年龄对学术职业的许多方面都很重要，包括研究生产力

模式、出版模式以及移民和国际合作模式。通过首次发表论文的日期来确定学术年龄虽然存在一定

的局限性，但这种方法在跨国研究中具有较高的可操作性和一致性。

在成熟的科学体系中，严格确定学术年龄的想法非常奏效，因为这些体系中的科学家在全球科学

期刊中已经出现了几十年；而对于全球科学事业的新成员来说，这种想法并不奏效，因为他们在过去一

二十年中才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数据集中。因此，某些国家和一些国家科学家登记处使用的完美年龄识

别方法，与本研究和许多基于文献计量学的研究中使用的（学术）年龄作为生物年龄的替代方法，形成

了鲜明的对比。行政分配的出生年份（无差错）与根据首次索引出版物的元数据得出的（学术）年龄形

成鲜明对比。学术年龄的确定在不同的系统中有不同的准确度，这取决于国家系统在全球索引出版物

系统中的嵌入程度。

确定年龄的方法问题对于两类科学家分析至关重要，而大数据使得以下分析成为可能：一是队列

分析，可以对不同时期开始发表论文的科学家或属于不同出版队列的科学家进行比较；二是纵向分析，

可以对发表论文的科学家进行长期跟踪，从他们的第一篇论文被数据集收录开始。

自 21 世纪初开始对个人进行微观层面的大规模研究以来，学术职业研究中越来越多地使用学术

年龄来替代生理年龄（Nane et al. 2017; Robinson-Garcia et al. 2020）。大规模研究（相对于小规模研究）往

往无法获得生理年龄数据以用于研究目的。半个多世纪以来，生理年龄一直被用于科学和科学家的研

究，从雷曼（Lehman）的《年龄与成就》（1953）一书开始，生理年龄就受到了广泛的批评；还有一系列研

究侧重于生产力对科学界社会分层的影响，也使用了年龄数据，如 Pelz 和 Andrews（1976）；Kyvik（1990）；
以及 Stephan 和 Levin（1992）。

在科学界，确定科学家的学术年龄和生理年龄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传统上，生理年龄

的替代指标主要有两种：第一，与首次发表论文日期相关的学术年龄（如 Nane et al,2017；Radicchi & Cas-
tellano,2013；Robinson-Garcia et al,2020）；第二，与获得博士学位日期相关的学术年龄（van den Besselaar &
Sandström, 2016; Savage & Olejniczak, 2021）。在单个国家研究中，这两种方法均适用，但在跨国研究中，

基于博士学位日期的学术年龄更具可操作性。随着研究范围从国内扩展到多国或全球，生理年龄通常

只能通过学术年龄的替代值来估算。

系统分析表明，学术年龄和实际生理年龄之间的相关性在不同学科之间存在显著差异（Kwiek &
Roszka, 2022）。在本研究中，对于 STEMM 学科，相关系数通常在 80%-90% 之间（例如化学为 0.89，免
疫学和微生物学为 0.90）。对于科学相对“落后”的国家（本研究未涉及），相关性问题可能更为显著，而

对于“成熟”和“发展中”国家，相关性问题可能较小。

使用基于 Scopus 的学术年龄作为生理年龄的替代指标，虽然存在数据集偏差的问题，但 Scopus 在

跨国研究中具有明显优势。与 Web of Science 相比，Scopus 在覆盖范围和数据完整性方面更为有效。

其他潜在的数据源包括谷歌学术数据库（Google Scholar）和 OpenAlex。谷歌学术数据库偏向于年轻科

学家（Radicchi & Castellano, 2013），而 OpenAlex 在处理具有明确定义的出版和引用组合的最底层个人

数据时存在困难（Priem et al., 2022）。
所有数据来源仅涵盖有发表记录的科学家，而无发表记录的科学家未被纳入分析。这意味着，女

性（和男性）参与科学发展的情况完全是通过科研发表的视角来观察的，其他角色（如教学、行政管理

和指导等）均被排除在外。这种局限性需要在解读研究结果时予以考虑。 

（三）第三个挑战：确定学科

在确定研究样本中每位科学家的学科时，我们面临多种方法选择。在国家数据集中，科学家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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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划分通常依据国家研究评估工作常用的分类标准，科学家一般被归入低阶学科和高阶领域。

当从国家研究转向多国研究时，主要挑战在于如何在 32 个国家的学科清单中找到共同标准。鉴

于协调 32 种不同分类的难度，本研究选择采纳 Scopus 数据库的广泛领域和学科分类。样本中所有科

学家的出版物最初均被归入期刊，并标注了 ASJC 学科代码。此外，所有出版物都包含引用的参考文

献列表。通过整合每位科学家的出版物和引用参考文献，我们确定了每位科学家的单一主导学科。

具体而言，本研究使用了 Scopus 数据库中的一组出版物，这些出版物发表于 2023 年及之前，并限

于期刊论文和会议论文。每篇出版物中的每条被引用参考文献都附有其所在期刊的学科信息，即四

位 ASJC 代码。为了转换为两位数分类法，本研究获取了四位数代码的前两位。随后，统计每位作者

引用各学科的次数，并选择被引用次数最多的学科作为主导学科。我们剔除了有多个主要学科或无学

科的作者。

对于发表时间较长、引用较多的科学家，这种方法通常更有效；而对于发表时间短、产出有限的科

学家，学科归属可能更具主观性。基于至少 10 篇文章的学科归属可能更准确，但这会排除许多早期职

业研究人员或已离开科学界的科学家（Kwiek & Szymula, 2024）。本研究采用了“一个科学家，一个学

科”的简化方法，尽管科学家可能会在职业生涯中更换学科。 

（四）研究局限

本研究在探讨科学职业发展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研究对象的局限性：本研究仅关注发表论文的科学家，未涵盖未发表论文或发表论文水平较低的

科学家。研究对象为各领域的发表论文科学家，而非所有高等教育人员。

“离开科学界”的概念化：本研究中“离开科学界”被定义为停止发表工作，但这一概念并未涉及其

他学术角色（如教学、行政管理）或非学术角色（如在企业或政府工作）。科学界与非科学界工作之间

的界限较为模糊（Preston, 2004, p. 14），使得“离开科学界”成为一个难以精确界定的概念。

学术生命周期的界定：本研究通过科学家在 Scopus 数据库中发表的第一篇和最后一篇学术论文

来探讨其学术生命周期。这种方法将发表论文的序列视为从事科学工作的主要指标，假设未在学术期

刊上发表论文即意味着不再从事科学工作（Sugimoto & Larivière, 2023）。因此，本研究对科学职业的描

述简化为出版生涯，对学术成果的表述简化为全球收录的出版物。

数据集的局限性：本研究中每位科学家的个人终身出版物组合仅限于被 Scopus 数据库收录的出

版物，未被收录的出版物（尤其是非英语出版物）未被计算在内。此外，科学家在学术界的其他活动（如

指导学生、评审论文、审核资助提案和编辑期刊等）在研究中被忽略（Liu et al., 2023）。换言之，在本研

究中，积极参与科学研究主要通过出版行为来体现。根据科学社会学的默顿传统，不出版被定义为

“离开科学界”。尽管 STEMM 领域的非出版者可能继续在学术部门工作或担任其他学术职务，但利用

文献计量数据集无法在全球范围内核实他们的具体就业情况。

（马瑞克·科维克工作邮箱：kwiekm@amu.edu.pl。译者：孙娜，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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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paper, we explore how members of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leave academic science and how
attrition (defined as ceasing to publish) differs across genders, academic disciplines, and over time. Our approach is
cohort-based and longitudinal. We track individual male and female scientists over time and quantify the phenomen-
on  traditionally  referred  to  as “ leaving  science.”  Using  publication  metadata  from Scopus—a global  bibliometric
database of publications and citations—we follow the details of the publishing careers of scientists from 38 OECD
countries who started publishing in 2000 (N = 142,776) and 2010 (N = 232,843). Within a decade, about 50% of sci-
entists stay in science and after 19 years – only about 30%. Our study is restricted to 16 STEMM disciplines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ematics,  and  medicine),  and  we  track  the  individual  scholarly  output  of  the  two  co-
horts until 2022. We use survival analysis to compare attrition of men and women scientists. With more women in
science and more women within cohorts,  attrition is  becoming ever less gendered.  In addition to the combined ag-
gregated changes at the level of all STEMM disciplines, widely nuanced changes were found to occur at the discip-
line level and over time. Attrition in science means different things for men versus women depending on the discip-
line; moreover,  it  means  different  things  for  scientists  from different  cohorts  entering  the  scientific  workforce.  Fi-
nally, global bibliometric datasets were tested in the current study, opening new opportunities to explore gender and
disciplinary differences in attrition. It also describes the methodological challenges and research limitations of using
raw structured big data in academic career research, such as identifying gender, age, and discip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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